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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 2005—2018 年地级市经济数据，利用双重

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智慧城市建设

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对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均存在

正向影响；第三，智慧城市建设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在东部城市比在其他地区城市更强，在

大城市比在小城市更强；第四，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环境规制程度与产业

结构服务化水平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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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2019 年我国城市数量达到 672 个，城

镇化率达到了 60.6%，比 1949 年增加了 49.96 个

百分点，城市发展正不断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

动能[1]。然而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引发了交通拥堵、

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废物处理不当等各种经济

与社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因与人们生命

健康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2]，实现绿

色发展以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城

市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已有研究认为，以高投入、

高消耗、高排放的重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是造成

城市资源与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3]，这

种粗放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制约着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4]。因此，传统的城市管理与运营

模式在新时代下已经难以为继，城市迫切需要通

过更具智慧的科技与制度去改善它的核心系统，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物

排放，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球化浪潮下，

新兴技术、数字化、虚拟化与网络化催生的集体

智慧成为了解决城市问题的新范式，智慧城市在

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运用现代化监测、通讯、

感测、控制等技术，成为实现城市管理和运行智

能化、科学化的新观念和新方式，为解决城市资

源环境问题、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

全新的思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未来我国要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现代化信息技术

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也将成为未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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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现有研究主要从全要素生产率[5]、产业结构

升级[6]、科技创新[7]等角度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

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影响，并主

要从技术与非技术两个方面对智慧城市建设解

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机制进行了阐释。从

技术层面看，有学者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

提高城市科技水平而提升城市解决资源环境问

题的能力。如 Hilty 等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可以使经济体摆脱通过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

的单一发展模式，促进资源使用效率提升 [8]；

Renata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使用高效能源等方式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9]；Liu 等认为智慧城市将资源开发、清洁

生产和废物处理整合在一起，自然资源的使用从

一条线或一条链变成网状结构，生产和生活的消

耗与排放不会使自然生态系统负担过多，实现了

节约自然资源并不断提高效率的目的[10]。从非技

术层面看，有学者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了城市

制度体系与运作模式，进而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如 Khansari 等认为智慧城市有助于政

府制订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规划，使城市各类主

体的社会行为转向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城市

资源，促进了城市水和土地利用系统、能源和运

输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并鼓励使用可再

生能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1]。Ramaswami

等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了多产业同地协作活

动，有助于提高多部门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先进

的区域能源系统对能源使用与污染物排放的监

管能力[12]。也有学者从多角度综合分析了智慧城

市对环境的影响，如石大千等认为智慧城市建设

融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

又内生地从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降低

城市环境污染[13]；崔立志等认为人力资本与信息

基础设施会影响智慧城市的减排效应[14]。 

也有学者对智慧城市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如 Albino 等认为智慧城市

建设带来的信息技术发展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影

响仍是不确定的[15]；Tannaz 等认为在经济与环境

两个目标上，智慧城市建设越接近一个目标就会

越远离另一个目标[16]。 

尽管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智慧城市

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但仍存在两方面的不

足：第一，多数关于智慧城市与城市经济效应的

研究忽略了资源与环境损耗，没有将生产活动对

城市环境造成的负面外部性影响考虑在内，混淆

了“好的产出”与“坏的产出”，导致对社会福

利变化的评估出现扭曲，政策建议出现偏     

差[17−18]。新时代下城市发展政策更需要在经济与

环境两极之间作权衡[19]，如果智慧城市促进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与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这种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第

二，目前多数有关智慧城市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研究还处于定性分析阶段且结论存在一定争

议，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够充分。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认为有必要将资源与环境投入引入城市全

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进一步考察智慧城市这一

现代化的城市运营模式能否提高地区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鉴于此，本文使用 2005—2018 年我国大陆

地区地级市层面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智慧

城市建设能否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经

济效率分析框架，从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产业

结构服务化三个角度阐释了智慧城市建设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理，丰富了关于智慧

城市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研究。同时，在

考虑异质性与稳健性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双重差

分模型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以智慧城市建

设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 

 

(一) 政策背景 

智慧城市是将用于数据采集、环境监测等功

能的各种感应装置或人工智能设备嵌入交通、管

网、河流等基础设施或自然环境中，对城市运行

状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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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城市运行信息进行分析与整合，并向

城市管理部门提供问题反馈与决策建议的一种

城市运行方式。这是信息革命时代通过整合与统

筹现代科学技术、数字信息资源与应用操作系统

对城市运行方式与管理模式进行优化的一次探

索和尝试[20]。智慧城市理念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提出的

智慧增长概念[21]，它是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

所提出的术语，其诞生之初就与解决城市资源环

境问题密切相关。2008 年 11 月 6 日，时任 IBM

公司CEO 的 Sam Palmisano 提出世界及其城市只

有变得更加有智慧，才能更具可持续发展。这一

观点使智慧城市的理念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其

后，欧盟将“智慧欧洲”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十

年增长战略“欧洲 2020”主要目标之一，提出要

通过科技创新应对气候变化与提高资源效率。我

国多个城市于 2009 年开始自发制定智慧城市发

展规划。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始实施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并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区、镇)

试点指标体系》，明确指出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

要途径。2014 年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

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水、大

气、噪声、土壤和自然植被环境智能监测体系和

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在线防控体系的要求。

2016 年智慧城市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2019

年《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

中再次提出要通过智慧城市促进环境可持续发

展、解决节能和环保面临的问题。可见，解决城

市资源环境问题贯穿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全过程

中，是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重要一环，资源与环

境是在分析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效率中不可

忽略的关键因素。 

(二) 理论机制 

如果传统产业构成了城市的骨架，那么“智

慧城市”建设就是通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现代化科学技术形成城市的大脑和神经

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延伸到包括工业生产、能源

供给、废物处理等城市经济生活的每个环节，调

节着城市的绿色健康运行。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

到信息时代与数字时代所演变出来的新形态，是

城市在创新推动下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跃

迁[13]。智慧城市的高级性主要表现在智慧运行、

智慧管理与智慧发展三个方面：智慧运行是通过

科学技术升级改变城市运营组织框架，提高城市

运行效率；智慧管理是通过现代监测手段与管理

方式，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智慧发展是以产业结

构升级为核心，转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22]。当

智慧城市的上述三个特征作用在城市绿色发展

上，便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

服务化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智慧城市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数字技术的载体，其主要任务是利用电子设

备、信息系统等现代技术将现实世界数字化，经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统一处理、分析，为城市管理

者制定发展政策、发布灾害预警等提供参考。智

慧城市是知识社会与数字社会的统一体，知识与

创新能力这两种无形资产形成了维持智慧城市

运转的核心动力，创新驱动也已成为世界各国智

慧城市建设的主要路径[22]。由此可见，智慧城市

需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物质基础与城市架构，

并依赖大量科技产品的投入，这会对城市的科研

与创新部门产生极大的需求。因此，智慧城市可

以重塑一系列与科技创新、技术转让及高技术产

品营销直接相关的城市新功能，激发私人部门、

政府部门、学校及科研部门等各种社会组织的自

主创新积极性，极大地提高城市产、学、研的协

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是知识与创新

能力的承载者，高层次人才需要通过相对接近的

物理空间距离形成集聚效应以捕捉更多的外溢

效应[23]，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创新性。智慧城

市建设会产生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刚性需求，并

形成支撑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制度环境与市

场环境，加速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这些人力资

本与劳动力所蕴含的创造力与生产能力能有效

匹配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高

要求与城市技术组织架构的变革[24]，成为推动智

慧城市不断发展的动力。智慧城市为科技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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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适宜的土壤，而科技创新为提高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

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智慧

城市带来的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快了城市工

业部门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的更新速率，使工业

部门不断催生出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生

产技术，逐步替代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

模式，削减了城市在污染领域的不合理产出，也

使得城市在面对各类污染源时能够提出更有针

对性的治理措施，从而加快城市由粗放型生产方

式向绿色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科

技创新通过优化要素使用结构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科技创新使城市在面对投入—产出问题

时可以提出更智慧的解决方案，进而优化城市要

素投入结构，纠正区域资源错配，改善地区产能

过剩状况，提高城市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

与废物排放，最终实现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与此同时，生产技术的提升，也极大推进了

清洁能源的研发与应用，减少了对高污染化石燃

料等传统能源的依赖，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降

低了城市单位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 

第二，智慧城市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智慧城市建设将从技术层面

与制度层面提升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从技术

层面看，智慧城市通过在城市重点地区与重点企

业配置的传感系统、监视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实

时记录城市环境数据与企业排放数据，并利用大

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模拟和预测，从

而保证环境监管部门可以及时掌握企业的污染

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并在第一时间对排放超标

的企业制定整改与惩罚措施，也有助于监管部门

对企业排污设备与治污技术升级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指导意见，客观上提高了城市环境规制水

平。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

模式下，以要素投入主导经济增长的传统城市运

营模式导致长期以来各地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忽

略了资源使用效率与自然环境保护，地方政府治

理污染的主动性仍然较低，环境监管仍不到位，

环境治理乏力[25]。而中央政府对智慧城市试点城

市的环境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智慧城市

(区、镇)试点指标体系》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

要完善城市环境、生态智慧化管理与服务的建

设，这就促使地方政府提高对本地环境质量的管

制水平。环境规制是经济活动外在的制度性约

束，将对经济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

响。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地方政府将加强

对污染密集型项目的审查，采取更严格的惩罚措

施处理污染企业的超标排污行为，迫使污染企业

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对辖区内企业产生“震慑

效应”，使企业主动完善污染处理流程，降低污

染排放。同时，根据“波特假说”，社会成本的

私人化将倒逼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励企业

开发清洁技术和工艺、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以降

低污染排放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资源投

入效率，从而弥补环境规制造成的生产成本提

升，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6]。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服务

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智慧城市建设为服务

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智慧城市需要知识

创造与社会联系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这必然会

促进教育、信息技术、风险资本融资、专利服务

和其他提供科技服务的行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可

通过两条路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方

面，服务业本身就具有低资源投入、低污染物排

放、高产出的特征，服务业产值比重增加，必然

会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型重工

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高投

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导致我国

资源环境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根治。智慧城市建设

带来的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减少对粗放式发展模

式的路径依赖，促使城市对能源的刚性需求下

降，降低城市能源消费增长率，降低单位产出的

资源消耗水平与污染排放量。另一方面，服务业

发展尤其是为制造业提供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发

展会提高工业部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

社会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看，现代服

务业作为技术中介部门可以帮助工业部门引入

更先进的绿色技术与清洁能源，加快绿色技术创

新在企业间的共享与传播[27]，引发企业生产条件

与生产方式改善的连锁反应，提高城市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也可以作为

专业的污染处理部门，为解决工业部门的污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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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提供技术、法律、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有助于

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分别于 2013 年 1 月、2013

年 8 月与 2015 年 4 月公布了三批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可以将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当作一项“准

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智慧城市建设

能否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考虑到单

纯的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本身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更有可能被选择

为智慧城市，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样本

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后再进行双重差分

(DID)可以缓解这一问题，因此，考虑到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在 DID 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

PSM-DID 法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方法是采用 1꞉1

抽样放回最近距离的配对来构建控制组，使用

logit 法估计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值”。 

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0 1 itit it t itiβ β βGTFP did X           (1) 
 
其中，GTFP 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β0 是常数项；

did 为智慧城市政策虚拟变量，是本文的核心解

释变量，其构建方法将在下文进行详细阐述；β1

是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

数，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Xit是一系列控

制变量；β 是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υt 是时间固

定效应；μi 是地区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认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传统 TFP

的计算方法上纳入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因此参

考匡远凤的方法在随机前沿分析(SFA)框架下通

过将工业生产的污染物排放与能源投入作为要

素投入引入生产函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评价[28]。具体来看，产出变量为各市实际 GDP

对数，投入变量包括：(1)资本投入，使用资本存

量的对数表示，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

到；(2)劳动力投入，使用各市从业人员总量的对

数表示；(3)环境污染物排放，使用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对数表示；(4)能源投入，使用工业用电

量的对数表示。此外，本文使用 Frontier4.1 软件

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选择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2. 核心解释变量 

将成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作为处理

组，其他没有获得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成为控制

组，这样就得到了处理组的 102 个城市样本，其

中，第一批 34 个，第二批 43 个，第三批 25 个。

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在将所有批次的智慧城市

作为处理组的基础上，本文也分别将处理组设置

为仅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仅第二批智慧城市试

点以及仅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当处理组为仅第

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时，剔除第二批与第三批智慧

城市试点，当处理组为仅第二批与仅第三批智慧

城市试点时也作类似的处理，这里不再赘述。设

定虚拟变量 treatit 表示城市所属的组别，如果城

市属于处理组则取 1，如果城市属于控制组则取

0。用虚拟变量 postit表示智慧城市试点冲击期间，

由于全部样本下不同城市获批智慧城市试点的

时间不同，为避免智慧城市释放效应的偏估，我

们根据智慧城市获批的时间设定 postit，获批当年

及之后年份取 1，否则取 0。核心解释变量

didit=treatit×postit。 

3. 控制变量 

借鉴既有研究，本文主要选择以下控制变

量：(1)人力资本(hc)，使用高校在校生占总人口

的比重表示；(2)基础设施(fra)，使用实际人均邮

政与电信业务收入的对数表示；(3)对外开放

(open)，使用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的比重表示，

并使用当年平均汇率将实际利用外资额换算为

人民币；(4)市场化程度(market)，使用私人与个

体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表示；(5)政府干

预强度(gov)，使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示；

(6)消费需求(con)，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7)金融发展(fin)，使用年末存

贷款余额总量占 GDP 的比重表示。 

本文使用 2005—2018 年 230 个地级市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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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智慧城市建设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结果见表 1。 

表 1中模型一至模型四是使用DID方法的回归结

果，模型五至模型八是使用 PSM-DID 方法的回

归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五是所有批次的智慧城市

试点均纳入处理组的实证结果，模型二和模型六

是仅第一批成立的智慧城市试点被纳入处理组

的实证结果，模型三和模型七是仅第二批成立的

智慧城市试点被纳入处理组的实证结果，模型四

和模型八是仅第三批成立的智慧城市试点被纳

入处理组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无论使用何种方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处理 

组样本 

DID  PSM−DID 

全部智 

慧城市 

试点纳 

入处理组 

第一批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第二批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第三批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全部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第一批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第二批智 

慧城市试 

点纳入 

处理组 

第三批智 

慧城市 

试点纳入 

处理组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did 
0.035 4*** 0.036 6*** 0.045 0*** 0.116 0***  0.033 1*** 0.030 0*** 0.048 0*** 0.110 0*** 

(0.005 3) (0.005 0) (0.009 9) (0.032 7)  (0.005 2) (0.004 9) (0.011 1) (0.200 0) 

hc 
−0.003 7 0.004 1 −0.009 6 0.248 0***  −0.005 1 0.005 7 −0.005 8 0.274 0*** 

(0.004 7) (0.003 5) (0.006 8) (0.009 8)  (0.004 8) (0.003 5) (0.006 8) (0.009 8) 

fra 
−0.003 6 0.000 7 −0.001 1 0.200 0***  −0.004 5 −0.001 0 −0.000 1 0.178*** 

(0.003 8) (0.002 9) (0.005 4) (0.008 5)  (0.003 7) (0.004 5) (0.003 3) (0.008 2) 

open 

−0.089 

4*** 
−0.017 1** −0.175 0*** −0.064 8**  −0.009 1*** −0.012 3* −0.175 0*** −0.201 0*** 

(0.008 3) (0.006 5) (0.012 2) (0.024 6)  (0.000 8) (0.006 2) (0.012 2) (0.031 1) 

market 
0.000 4 0.004 7 −0.017 7*** 0.033 2***  0.000 9 0.005 0* −0.017 7*** 0.005 0*** 

(0.002 7) (0.002 7) (0.005 3) (0.006 5)  (0.003 2) (0.002 6) (0.005 3) (0.000 8) 

gov 
0.004 5 0.030 0 −0.001 1 0.002 4  0.005 6 0.008 0* −0.007 8* 0.002 4 

(0.029 3) (0.020 3) (0.001 9) (0.003 3)  (0.029 5) (0.003 8) (0.003 1) (0.004 9) 

con 
−0.009 0 −0.080 5** 0.065 0** 0.945 0***  −0.007 1 −0.055 5* 0.251 0*** 0.987 0*** 

(0.016 8) (0.024 6) (0.022 3) (0.077 2)  (0.016 5) (0.023 4) (0.046 8) (0.082 5) 

fin 
0.000 5 0.000 2 0.000 4 0.080 8***  0.000 8 −0.000 4 −0.000 5 0.072 4*** 

(0.004 0) (0.003 7) (0.005 6) (0.011 7)  (0.004 2) (0.003 3) (0.000 5) (0.013 2) 

常数项 
35.63*** 33.31*** 43.01*** 29.32***  35.60*** 32.80*** 43.00*** 29.30*** 

(0.029 1) (0.023 5) (0.040 6) (0.051 3)  (0.029 1) (0.022 7) (0.044 0) (0.050 4)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54 1 0.948 1 0.953 8 0.671 7  0.959 5 0.958 6 0.958 1 0.961 2 

观测值 3 220 2 268 2 394 2 142  2 980 2 027 2 112 1 960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 )内的数据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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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采用何种处理组，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

均为正，并在 1%水平下显著，且相同处理组在

不同方法下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动幅度较小，表明

在实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之后，处理组城市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控制组城市出现了显著

的上升，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模型五的 did

系数为 0.033 1，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使城市

GTFP 平均提高 0.033 1 个百分点。这种积极作用

一方面来自于信息技术为污染排放提供了更好

的监测与管理手段，另一方面表现在智慧城市建

设改变了城市落后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的有

效运行。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如果不存在

智慧城市试点这项政策冲击，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是必须一致的，

不能随时间产生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使用事

件研究法进一步考察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如

果平行趋势假设成立，那么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化将会出现在智慧城市试点设立之后，而在设

立之前，智慧城市与非智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变动趋势应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基准回归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 itit t it0 j ii t j
j

reformGTFP X          

  (2) 

其中， ,i t jreform  是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在第 t+j

年被批准成为智慧城市试点，则取 1，否则取 0。

β0为智慧城市批准当年的效果，β−1~β−3为假设智

慧城市在实际被批准年份之前的 1~3 期内被批准

可能出现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

β1~β3 则为假设智慧城市在实际被批准年份之后

的 1~3 期内被批准可能出现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系数。如果 β−1~β−3的值均不显著，则说

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2)式中其他变量与(1)式中

的变量含义相同。 

表 2 报告了不同处理组情况下平行趋势假设

检验的结果。模型一与模型三的结果显示 β−1~β−3

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 0，模型二 β−2~β−3的系数并

不显著异于 0，但模型四 β−1~β−3的系数均显著不

为 0，说明除了处理组仅包括第三批设立的智慧

城市的模型外，其他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整体上

是成立的。另外，模型一至模型三除了 β0显著为

正外，β1~β3的系数也基本上显著为正，说明智慧

城市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长期的正向影响。 
 

表 2  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 

组样本 

全部智慧 

城市试点 

纳入 

处理组 

(模型一) 

第一批智 

慧城市试 

点纳入 

处理组 

(模型二) 

第二批智 

慧城市试点 

纳入 

处理组 

(模型三) 

第三批智 

慧城市试 

点纳入 

处理组 

(模型四) 

β−3 
0.011 3 0.010 1 0.016 9 0.142*** 

(0.007 3) (0.009 5) (0.017 3) (0.032 5) 

β−2 
0.007 1 0.005 44 0.018 9 0.127*** 

(0.007 8) (0.009 4) (0.017 2) (0.033 0) 

β−1 
0.013 0 0.021 9** 0.019 5 0.105 0** 

(0.007 9) (0.009 5) (0.017 3) (0.032 4) 

 0  
0.019 5* 0.021 6* 0.034 7** 0.157 0*** 

(0.007 9) (0.009 5) (0.017 2) (0.032 6) 

β1 
0.008 1 0.036 4*** 0.044 8** 0.138 0*** 

(0.007 9) (0.009 5) (0.017 9) (0.033 2) 

β2 
0.039 2*** 0.033 1*** 0.060 1*** 0.173 0*** 

(0.007 5) (0.009 4) (0.018 3) (0.033 7) 

β3 
0.023 1*** 0.042 0*** 0.067 4*** 0.190 0*** 

(0.007 5) (0.009 6) (0.018 3) (0.032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220 2 268 2 394 2 142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 )内的数
据为标准误。下同 

 

针对 PSM-DID 模型，本文检测了倾向得分

匹配前后各协变量的 t 统计量，发现各模型中的

协变量 t 统计量均由在 1%水平下显著变为不显

著，也就是说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的均值在匹

配后不再具有显著性差异，PSM-DID 方法有效。

本文也检测了协变量的偏差，见图 1。可以看到

匹配后协变量偏差均在 0 附近，再次说明

PSM-DID 方法是有效的。 

 (二) 异质性检验 

1.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类型的异质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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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指在一定

的产出下污染物排放减少与能源要素投入减少，

因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包括环境效率与能源

效率两个方面。基准回归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同时引入能源投入与污染排放的综合效率，下

面将在上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基础上

分别单独引入污染排放与能源投入得到环境效

率与能源效率，进一步考察智慧城市对环境效率

与能源效率的影响差异。 

 

 

图 1  协变量偏差 

 

表 3 中模型一与模型二报告了智慧城市建设

对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到 did 对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均

存在积极作用。回归结果还显示，did 对环境效

率的系数从数值与显著性上均明显小于对能源 

效率的系数，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环境效率的促

进作用小于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

是智慧城市建设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影响较大，但

对技术结构影响较小，城市成为智慧城市试点后

会加快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化的转型，这会

导致城市能源投入量降低但城市产值增加，能源

效率提高。而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弱，

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污染排放较少的高新

技术产业难以形成对传统重工业的替代力量，传

统重工业也很难从技术创新中实现升级，高排放

的重工业仍然是很多城市的经济支柱，重工业粗

放式生产情况依然存在，智慧城市的设立对改善

城市技术结构的作用在短期内效果较弱，因此对

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较小。 

2. 基于城市区位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区位因素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均衡

发展政策，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而其他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并可能由此造成东部城

市与其他地区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将全部城市样本分

为东部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并使用基准模型分

别进行回归，以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这里将东北三省的城市

划分到其他地区城市之中，结果见表 3。 

表 3 中模型三与模型四报告了城市区位的异

质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东部城市 did 的系数值

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其他地区城市 did 的系

数尽管为正，但不显著，且数值明显低于东部城 

 

表 3  异质性检验结果 

 分类型  分地区  分城市规模 

 环境效率 

(模型一) 

能源效率 

(模型二) 

 东部城市 

(模型三) 

其他地区城市 

(模型四) 

 大城市 

(模型五) 

小城市 

(模型六)    

did 
0.004 1* 0.098 8***  0.090 5*** 0.004 1  0.109 0*** 0.011 3** 

(0.002 4) (0.002 7)  (0.013 3) (0.004 9)  (0.026 1) (0.004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35 4 0.878 5  0.914 2 0.983 1  0.865 3 0.975 9 

观测值 3 220 3 220  854 2 366  350 2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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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这说明东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更能促进当

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

地区人力资本集中，各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

业体系完整，科技水平较高，能够立即响应智慧

城市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快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与技术转型，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各城市

间、各产业间存在良好的互动与辐射效应，进一

步加快了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而其他地区

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短板，产业结构

不均衡，为实现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准

备，另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短缺使产业升级

与技术结构转型不顺畅，削弱了智慧城市建设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3. 基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除了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也可以影响智慧城

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另外，

规模较大的城市更有可能获得智慧城市建设试

点的资格，将大城市样本与小城市样本整体回归

可能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导致样本违反共同

趋势假设，因此有必要剔除“大城市”对回归结

果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所有城市样本分为“大

城市”样本与“小城市”样本，并使用基准模型

对两类样本分别回归。参考刘瑞明的方法对全部

城市进行分类[29]，“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副

省级城市以及一些“较大的市”，其他城市则归

为“小城市”。 

表 3 中模型五与模型六报告了城市规模异质

性回归结果，模型五的 did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大城市”中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促进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去除“大城市”的自选择效应后，

模型六的 did 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小城市”

中智慧城市建设也可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结

果是稳健的。另外，模型五的 did 系数大于模型

六的 did 系数，再次表明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其

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更强。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通过使用 DID 与

PSM-DID 两种回归方法与不同处理组的模型已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为了进一步

验证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参考景守武等改变时间窗宽的方法[30]，使用

2009—2016 年、2010—2015 年和 2011—2014 年

的面板数据再次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表 4 中模型一至模型三在不同时间窗宽下核

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

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4  改变窗宽的检验结果 

 2009—2016 年 2010—2015 年 2011—2014 年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did 
0.016 6*** 0.015 7*** 0.020 0*** 

(0.004 3) (0.004 5) (0.007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R2 0.939 2 0.916 7 0.790 4 

观测值 1 840 1 380 920 

 

(四) 中介机制检验 

理论上看，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科技创

新、环境规制以及产业结构服务化，促进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将使用中介效应方法对上

述机制进行逐一检验。以基准回归方程为总效应

方程，引入中介效应方程与净效应方程，具体形

式为： 
 

0 1it itit t itiα α αdidM X            (3) 
 

0 1 2 it itit it t itiγ γ γ γ μGTFP did εM X         (4) 
 
其中，Mit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相

同。 

上式中，如果 α1与 γ2均显著为正，则说明中

介效应成立；而 α1与 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

要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使用综合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其能

够在较高统计功效的基础上控制第一类和第二

类错误的概率，构建的统计量为： 

1 2

2 2
1 2

ˆ ˆ

ˆ ˆ2 2
γ

Z
S S

 

 



              (5) 

其中， 1̂ 和 2̂ 分别是 α1和 γ1的估计量，Sα和 S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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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 1̂ 和 2̂ 的标准误，若 Z 统计量的值大于

临界值，则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中介效应不显

著，由于 Sobel 检验统计量与标准正态分布不同，

其在 5%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为 0.97 左右。 

选取如下变量为中介变量：(1)科技创新能力

(inn)，选择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数量表示，数据

来自 CNRDS 数据库；(2)参考沈坤荣等的方法构

建环境规制指标(er)[31]，该指标的基本原理是二

氧化硫去除率与工业烟(粉)尘去除率的加权平 

均值；(3)使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衡量

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ser)。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见表 5。 

表 5 中模型一显示 did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模

型二中 did 与中介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Sobel 检验值大于临界值，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可

以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其主要原因是智慧城市建设为科技创新

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创新则促进了粗放型生产

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型。模型三中 did 的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提高区域

环境规制水平，模型四中 did 与中介变量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且 Sobel 检验值大于临界值，说明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智慧城市建设从技术层面加

强了对城市污染企业的监测力度，从制度层面对

城市污染排放进行了约束，倒逼城市通过投入更

少的物质资本、产生更少的污染物排放而提高产

出。模型五中显示 did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智

慧城市建设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模型

六显示 did 与中介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Sobel 检验值大于临界值，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可

以通过产业结构服务化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其主要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对服务业产生了

大量需求，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本身就是

清洁产业，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又可以促进

传统制造业转型，为实现绿色生产创造条件。 

 

五、结论与启示 

 

将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

验，使用 2005—2018 年地级市经济数据，利用

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智慧城

市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促进环境效率与能源效率提

升；第三，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城市比在其他地区城市更强，

在大城市比在小城市更强；第四，智慧城市建设

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环境规制程度

与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科技创新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服务化 

变量 inn GTFP  er GTFP  ser GTFP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did 3.265 0*** 0.019 5***  0.483 3*** 0.029 1***  0.033 4** 0.032 3*** 

 (0.463 0) (0.005 3)  (0.095 6) (0.005 2)  (0.011 3) (0.005 0) 

M  0.003 9***   0.013 1***   0.023 6*** 

  (0.000 2)   (0.001 0)   (0.008 1) 

Sobel 6.631 5  4.716 4  2.075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58 4 0.960 9  0.597 6 0.967 4  0.251 6 0.959 8 

观测值 3 220 3 220  2 760 2 760  3 220 3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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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一定意义。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通过智

慧城市建设中产生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红利、环境

规制的制度红利与产业服务化的结构红利提高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现代科技发展的

历史机遇，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变革传统产业

的生产模式，借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淘汰高消

耗、高污染的落后企业，促进制造业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第二，要不断加强智慧

城市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以人才为支撑

促进城市产业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与技术密集

型转变，使城市经济增长逐渐摆脱对高投入、高

排放的重工业企业的依赖。此外，要加强教育投

入。高校及科研院所应以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特

定人才为导向培养更加专业化的人才，以人力资

本为抓手提升社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第三，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需不

断完善对于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的

技术手段，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的建

设，依托智慧城市的技术优势实现对污染企业与

城市环境质量的实时监控，通过技术手段对污染

企业形成高压，倒逼企业绿色生产。同时，不断

完善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提高环境因子在智慧

城市评价体系中的比重，激励地方官员加大环境

治理力度，实现绿色发展。第四，智慧城市建设

为二、三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调整提供了

条件，因此，应充分利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释

放的结构红利，大力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使城市减少由于重工业比重过大

而对物质资源的过分依赖。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

对提高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重

点培育有利于科技创新、清洁能源开发的现代生

产性服务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

融合。第五，本文研究发现，在经济基础较好、

产业体系完善的东部地区与大城市，智慧城市建

设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相比其他地区

更显著，因此未来我国发展政策应向东部地区以

外的其他地区适当倾斜，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

不断完善中小城市的产业体系，优化地区间与地

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建设过程

中的产业联动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城市整体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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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id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mart city pilo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by 

using prefecture-level city economic data of the years 2005-2018, and using DID method,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urba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ities; 

secondl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can improv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irdly, 

the effe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improv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stronger in eastern cities 

than in other regions, and stronger in large cities than in small cities; and fourthl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can promot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improving the cit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creasing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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